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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
陈明光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 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 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 却对当时
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 是 20 世纪众多学者瞩
目的重大课题。1920 年, 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1920 年)首次从财政学的角度评述两
税法的五大优点, 开本世纪研究两税法之先声。此后, 研究成果迭出。1933 年庄心在首先以《杨
炎及其两税法》(《新中华》第 1 卷第 24 期) 为题发表专文。50—60 年代, 日野开三郎发表一系
列论文, 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第 3 卷《唐代两税法研究·前篇》与第 4 卷《唐代两税
法研究·本篇》。他的研究涉及面较广, 自成体系, 对推动两税法研究起了良好作用。80 年代以
来,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均对两税法列有专章, 吸纳已有
研究成果并加以己见。船越泰次则先后发表《两税法研究史》四篇 (前 3 篇后作为汲古书院
1996 年出版的《唐代两税法研究》一书的前 3 章, 第 4 篇载《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999 年第 19
号) , 所收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目录最为完整 (尽管有过宽之嫌) , 并且简要介绍





的复杂和深刻许多。在 20 世纪, 学者在前说的基础上, 试图运用新的理论、采取新的角度作进
一步的阐述。他们经过争鸣, 互相补充和启发, 视角逐渐多样化, 认识也逐步全面和深化。
第一, 关于改革的经济背景。首先是唐代土地制度变化与赋税制度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是自宋代以来的传统视角, 20 世纪学者进一步加以论证分析。1930 年, 陈登元《中国土地制
度史》“口分世业之制废而为两税”一节指出, 天宝以后土地制度的混乱,“遂以影响唐之赋税制
度”,“吾人固认定两税为均田制度破坏之结果, 而不以两税为破坏均田者”(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稍后类似的说法不少, 如万国鼎《中国田制史》上册 (正中书局, 1934 年)指出:“租庸调不
计亩而计丁或户, 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 盖必人皆授田, 始可按丁征租也⋯⋯逮唐之中叶, 均
田制度坏, 租庸调亦不能复行, 改为两税法矣。”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范学院
学报》1958 年第 3 期)认为:“均田制的破坏是由租庸调发展而为两税法的关键, 其他原因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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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经济原因, 成为一种特色。如陈野《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史学月刊》1958 年第 7




一起, 指出:“在生产力发展, 产量增加, 和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变化后, 同时, 为了增加税收稳定








究》第 2 辑, 吉川弘文馆, 1965 年)、《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换期客户租税负担制度》(《经济学
研究》第 10 号, 1966 年)等文, 研究唐朝在两税法之前实行的让逃户、浮客、流庸等“客户”承担






系起来加以考察。他在《夏税、秋税的源流》(《东洋史研究》第 19 卷第 2 期, 1960 年)、《唐代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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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期) , 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特定的关系, 认为安史
之乱后, 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 (如垦田增多, 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达; 交换中普遍地大量地使用
钱币等) , 已经具备了“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的条件, 而此时唐朝财政重心南移, 则将两税法
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紧紧地联系起来。





三是迫于农民起义的压力。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 年第 6 期)认为:“租庸
调废而两税法成为正式的税收, 这是封建制社会内部赋税制度方面一种很大的变革, 也是唐政
府在巨大的人民起义威力下不得不被迫进行改革以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变革。”后
来, 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大学报》1988 年第 3 期) 对这种观点有不
同意见。四是与统治集团内部党争有关。1959 年,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
后期转变的特征》(见《中国思想通史》第 4 卷上, 第一章, 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首先指出, 代
宗、德宗时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两个集团之间发生过“通过经济问题的一次党争”, 但尚未展
开具体论述。直到 1991 年台湾学者林伟洲《政治冲突与中唐税收—以刘晏、杨炎为中心》(《中
国唐代史论文集》,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 年)一文才对此作出较多的分析。他强调杨炎与刘
晏的政治冲突, 认为杨炎欲动摇刘晏的地位,“最根本的手段便是提出一新的赋税方法, 与其竞
争, 甚或取代, 两税法的产生便有这种政治作用”。同年, 郑学檬在香港举行的隋唐史学术讨论













样的》(《历史教学》1956 年第 3 期)指出:“自武后当权的时期起, 均田制便已经日趋崩溃了。从
国库收入来看, 富豪之家勾通官吏, 恃势匿税, 而居奇获利的商贾, 坐拥巨资, 也是一文不出, 负
担极为不均, 国家的财用越来越困难, 租调的本身无法维持下去。”再加上安史之乱, 迫使唐朝
政府不得不设法扩大纳税面, 增加财政收入。郭虚中也认为:“唐朝统治者改革税制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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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解救财政危机, 保证中央政府的收入。”(《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历史
研究》1959 年第 12 期)






报》1988 年第 3 期) 也提出:“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就在于从财政税收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
经济矛盾。”指出两税法把以往的“非法赋敛”并入两税, 纳入中央的控制范围; 中央没有确定全
国统一的税率, 改用摊派的办法; 中央派人确定各州税额并划分其上供、送使、留州份额, 这些
“新规定新措施, 无一不是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权之争”。稍后, 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
政内涵试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第 4 期) 又从中央核定各州两税征收总额及其上
供、送使、留州三个份额的具体方法和财政内容,《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
研究》1989 年第 1 期) 从两税定额管理体制下的制税权、放免权、使用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
间的分配等角度, 进一步说明唐中央通过推行两税法而限制地方财权、增加中央财权的目的。
陈氏围绕两税法改革唐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这一论点发表若干论文, 其总结性的概述见于
《“两税法”与唐朝财政管理体制变革之我见》(载日本《唐代史研究会报》第 10 号, 1997 年)。
两税法这一场既牵涉到广大税户又涉及到各政权的财政利益再分配的重大改革, 为什么
能在短期内顺利地付诸实施? 陈明光《论唐代两税法改革的财政前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及客户, 约丁产, 定等第, 均率作年支两税。如当处土风不便, 更立一限。”有司二月十一日的《起
请条》称:“令黜陟使及州县长官, 据旧征税数, 及人户土客, 定等第钱数多少, 为夏秋两税。”同
月, 德宗“遣黜陟使观风俗, 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户等级, 为两税法”。他们所说的“两税”是什
么含义, 其内容是什么?显然, 从上述引文已可认定“两税”具有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的含义, 对
此论者并无异议, 长期争论的焦点在“两税”的由来及征收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两税”指户税和地税。1922 年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三三编第
8—10 号)指出, 在租庸调时期已有以贫富为基础的户税法; 两税法萌芽在代宗时期已出现, 大
历时期夏税的青苗钱、秋税的田租与建中的两税法有关连, 并且特别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与
租庸调对立的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户税发展而来的, 并不是一种独创。其后鞠清远《唐代的两
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6 卷第 3 期, 1936 年) 亦持此说, 并认为“旧日的租庸调则
归并到户税里面”。这一基本观点在其《唐代经济史》和《唐代财政史》均有反映, 如《唐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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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第一章“两税法以前之赋税”写道:“有些税, 如‘户税’‘地税’之增加与整理, 及青苗钱之创
设, 则构成了另一种税法,‘两税法’之基础。”“两税法本身, 没有什么独特的创革, 它的内容、税
制、税法, 都在天宝到建中年间奠定下基础, 到这时候, 方水到渠成, 使天宝前与租庸调对立而
不占重要地位的户税与地税, 反而代替了以人丁为课税客体的主要赋税。”玉井是博、鞠清远的
基本观点长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在日本, 持相似见解的如铃木俊为《东洋历史大辞典》第 8
卷 (平凡社, 1938 年)撰写的“两税法”条。他的《唐代户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
念东洋史论丛》, 1940 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 1941 年) , 都
旨在具体说明两税内容的这种由来。在中国, 类似观点的如胡思庸《怎样理解两税法》(《新史学
通讯》1951 年第 1 卷第 2 期)、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张维华《对于两税法的考
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等。在韩国如金永济《唐宋时
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第 34 期, 1990 年)。
其二,“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教学》1951 年




年第 2 期)、《两税法出现的由来》(《社会经济史学》第 26 卷第 1 号, 1960 年) 等文也认为两税
就是租庸调的变种, 与地税、户税无关, 它起源于兵役所造成的税籍紊乱。
其三,“两税”单指户税, 不包括地税。1933 年日本学者小林高四《唐代两税法论考支—那
经济思想史的一幕》(《社会经济史学》第 3 卷第 6 期)强调两税法是户税发展的结果。其后陈登
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第五章“租庸调与两税”一节说:“两税得名, 依炎本传
而论, 似以居人之税与行人之税而为两。至《宋史·食货志》‘两税自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
二税’, 则似以征税之时期共两次而名为两税也。二意均可通。”他在书中另有一节题为“与两税
同时之田赋情弊”, 这似乎表明他认为“两税”不包括地税 (田赋) 在内, 不过并没有具体展开论
证。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 年第 6 期) 首次明确提出“户税
即两税实则也包含了从前租庸调的庸调部分”, 两税不包括以亩定税的田租的观点。此后从不
同层面申论类似见解的, 如束世　《两税法与建中税制改革》(《历史教学》1958 年第 2 期) 认
为:“两税法, 在唐初即有之, 德宗时, 只是修改旧例, 成为新的两税法”“旧的‘两税’指户税, 新
的‘两税’就是原来户税的扩大。”1962 年金宝祥又发表《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范大学学
报》1962 年第 3 期) 再次强调:“两税法的完成, 实是户税在地主所有制发展的基础上, 由附加
税的地位演变而为主要赋税的一个过程”“从两税的渊源演变, 来看两税法中规定的两税, 只能
是户税, 不可能包括田租”。
当然, 持不同意见的也有, 如 1961 年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反驳两税单指户税之说, 论
证“两税法包括了田亩之税, 并且在当时来说, 主要还是依据庄园这种土地占有形态来收税”。
后来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也针对
“田亩税在两税法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说法, 强调“两税中的田亩税终唐之世都是居于重要地
位”。并指出:“原先按每户资产多少征收的户税钱, 由于各种社会情况的变化, 失去了它赖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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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基础。到了宋代, 两税便全部集中在土地上征收田亩税, 而不再有主要是把田产计算在内
的户税了。”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分析的论文还有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初探》(《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其四,“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或重组而成, 但对具体内容仍说法不一。1940 年吉田虎雄
《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首先展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构成的思路, 认
为两税法是由田税 (租与地税)、丁税 (庸调、户税等合并)及商税构成的。后来胡如雷《唐代两税
法研究》(《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 年第 3 期) 则针对鞠、岑二说作出修正, 认为:“两税法
主要是由租庸调发展而来, 亦与原来的户税、地税有一定的关系, 即两税法是在租庸调及其他
旧赋税制度废除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税制, 把两税只与庸调联系起来, 或认为它与租庸调全无关
系的论点是错误的。”船越泰次《关于两税法的形成的考察》(《文化》第 36 卷第 1、2 期, 1972
年) 从两税法成立前的各种赋税, 如全国性的青苗钱、地头钱,“税钱”即户税, 租庸调、地税, 地
区性的加税 (如京兆府的“什一税”)等的存在与延续, 来考察两税法的赋税基础。次年, 其《唐代
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究》第 31 卷第 4 期)将两税法整理成向田
亩征课的斛斗 (用谷交纳)、青苗钱 (用钱交纳)和按资产情况向各户征课的两税钱 (用布帛和钱
交纳, 有时用谷折交)等种类。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 1983






11 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之际, 全国税额及各州税额是如何确定的? 这实际上也是“量出制
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的关系问题。1940 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说:“两税法⋯⋯除掉废去
租庸调名目 (自然徭役是仍然存在的) 以外, 两税法只是承袭了以前的税赋, 户税与地税, 不过
取消了全国一致的固定税率, 把各地都不同的‘旧征数’, 重新以各道州府为地盘, 重新摊配一
下, 除去夏秋两次征税原则之普遍适用以外, 两税法只是开创了随地摊派的精神, 自此中国没
有全国一致的税率, 而各地各有不同的税率。”他对“量出制入”是两税法的定税原则之说将信
将疑。1963 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对“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关系作出新的解
释, 认为:“实则杨炎之所谓‘量出制入’, 非若现代国家编制预算之‘量出制入’, 但凭定制时, 一
岁支出须若干, 即据以定两税征收之总额耳⋯⋯即总括当时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 以定两税之
总数, 盖当时所有各种征收之总量数, 即为当时支出需要之总数, 所谓‘量出以制入’者, 其意义
如此而已。⋯⋯大历十四年税收之总额, 即当时支出需要之总额, 即据以为两税收之总额。”此
后, 多数论者虽然没有具体论证, 但认可两税法是以量出制入为定税原则之说, 如 1961 年日野
开三郎《两税法的四项基本原则》将“量出制入”列为四项原则之一。1965 年出版的范著《中国
通史》第三册归纳两税法有九个要点, 其一即为量出制入, 并说:“强盗一样的统治者, 说要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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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入, 等于说要无限掠夺。”
陈明光《“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首先对此提出异
议, 认为杨炎的奏疏毕竟只是关于两税法改革的建议, 而唐朝有关两税法改革的正式公文均未
言及奉行“量出制入”的原则。此后, 吴丽娱《也谈两税的“量出为入”与“定额给资”》(《中国唐史
学会论文集 (1991)》, 三秦出版社, 1991 年) 提出商榷意见。陈明光又在《唐人所谓“量出制入”






施后不久, 就因钱重货轻, 致使纳税人的名义税额不变而实际负担成倍增长, 至宪宗朝开始采
取“省估”、“虚估”的办法加以处理。对此论者多有述及, 但对产生“省估”、“虚估”的税制原因说
明得尚欠全面。1986 年赵和平《唐代两税法实行后的两个突出问题》首先指出两税法在“约法












定, 从而产生另一个制度性的欠缺。对此, 1991 年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已有提及。1995 年






31 两税法与钱重货轻的关系。两税法初行时, 社会经济形势是“钱轻货重”, 不久却变为
“钱重货轻”, 且愈演愈烈。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与两税法的实施有何关系? 或认为两税的征钱
加剧了通货不足的矛盾, 对此 1963 年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中)》指出:“近代学者有人认为
两税法的实行促成通货紧缩, 使人民的实际负担大大地加重。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使人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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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了是事实, 如谓由于两税法征收货币的结果才使通货紧缩, 则未必尽然⋯⋯两税法开始后
将近五十年间的物价变动的趋势一起是下降的, 而两税法的贯彻还不到三十年又回到实物征
课形态, 所以, 绝不能将物价跌落的原因归咎于两税之征收货币。”不过, 1990 年瞿恺《唐代两







价。1959 年郭虚中认为:“两税法实施的本身对当时所发生的作用, 应从利弊两方面来看: 利的
方面, 主要在它实行之初, 改变了一些过去赋役极端紊乱和负担过分不合理的现象, 从而农民
的负担也暂时得到一些减轻, 社会也较过去安定些。”(《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二次科学讨论
会》, 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2 期) 1996 年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三册写道:“初行两税法, 百
姓也有些好处⋯⋯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 而且还加重些, 但比起乱收税来,
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 腐朽已极的唐朝廷, 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 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
等叛变起, 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 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税法加重了农民负担。1963 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写







下“不定物估”加重了人民的实际纳税负担等) , 但有些则是吏治之弊 (如地方长吏的“法外加







则于征米外, 均以钱计”。不过后来论者注意到实际征收情况有不同, 如 1935 年宫崎市定在其
执笔的《世界文化史大系》9《宋元时代》(诚文学新光社, 1935 年) 的“宋元的经济状态”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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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的精神有一点是征收货币, 不过“未能实际执行, 夏税纳绢, 秋税纳米”。尽管如此, 如何
评价两税法与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 以及如何判断两税法的性质, 迄今看法相左之处尚
存, 分歧主要在于对两税征收货币的意义的估计。有些学者总的认为两税法计钱与部分征钱反
映了商品经济发展, 但是在具体评价上颇有差异。如 1957 年孔经纬《关于唐朝土地所有制形式
的发展变化问题》主张:“唐朝后期以钱输税之事不过是在实物地租形态下的一种计钱折估。封
建政府要这样做, 只是想借以榨取更多的税收。这种现象严格地说, 还不能当作货币地租的正
式发展。”(载《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 三联书店, 1957 年) 次年束世　《两税法与建中
税制改革》认为:“钱谷并征, 显示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混合。东方国家, 从实物地租过渡到货
币地租, 通常是先出现两者混合的形态。建中时的田租征实物, 而青苗以及后来附加的榷酒则
征钱, 是地租的混合形态, 显示向货币地租过渡的先声。它反映着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说






要历史意义, 以后各代直到明末一条鞭法为止, 都继承着这种制度而未有大的改变”。1961 年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也认为:“两税法是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征收时是实物居多的, 缗钱
只是实施折算而来, 且这种缗钱和实物, 在本质上都是代役租, 是‘折征’或‘折纳’, 并非货币地
租”。上引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主张:“两税中的户税钱, 固然定税之数, 皆计缗钱, 而实际
上纳税之时, 多配绫绢。货币在这里, 只作为计算的标准, 而农户实际缴纳的大部分则是绢布,
小部分是钱贯。在评论两税时, 如果强调了货币所起的进步作用, 是不大合适的。当然, 我们不
否认, 政府在税收中, 用货币来作为折算单位, 而且用一小部分钱来纳税, 多少是商品货币关系
比之以前有了一些发展的一种反映, 但是这种微弱的反映, 如果不和当时经济现象的一切总和
联系起来看, 而过分予以强调的话, 那也会和当时历史实际情况不符合。”同年, 胡寄窗《中国经










史学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认为:“两税法的部分内容超越了客观条件”, 即“尽管社
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 货币经济的发展仍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租税改按货币计征的条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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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具备。”
综合上述, 20 世纪学者对唐代两税法的研究, 无论从时代背景和历史影响的宏观角度, 或
是从两税的内容、实施情况、现实作用的微观角度, 都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有的争论渐趋一
致, 如关于两税的内容及其来源, 目前已多取由户税、地税发展而来且包括租庸调和各种杂税






　　九百余年前, 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 解决“冗官”、“冗兵”、“冗费”三大沉疾, 宋
神宗毅然任用王安石, 君臣二人共同发动, 主持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变法。变法运动从理财入
手, 进而波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 影响深远。九百年来, 对于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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